
汪暉談生態問題 

 

日前，汪暉教授在接受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劉健芝教授的訪談時，談到

了他對生態問題的關注。以下為訪談實錄。 

 

劉：汪暉，我還想問一下關於生態的問題，為什麼你會那麼關注水壩的問題。 

汪：這實際上有一個從書本到實踐的過程，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我自己做這個思想史研究的時候，其中一個課題是對科學主義的討論，近代科學

和科學主義的討論。我在《現代中國思想興起》的第四卷幾乎整個一卷都是討論

這個問題，而且開始得是比較早的， 90 年前後就已經開始這個討論了。那這個

討論一定程度上有它一定的歷史脈絡，這個我覺得是歷史跟理論的脈絡，在思考

這個問題。對於科學主義的討論很自然的一個部分是關於思想、世界觀、價值觀，

一個是關於現實，就是我們現代社會的基本構造是按照這個結構來的。所以也就

等同於開始了一個對發展主義的基本思考，對於現代化過程的思考。因為我們從

80 年代以來，現代化就是一個最主導的意識形態，當然我們可以說 100 年來都

是如此。我大概在 90 年代的思考當中一個很主要的思想脈絡是，重新反思現代

化的意識形態。所以從理論上說這也就不可避免地追溯到這個過程。這是一個，



第二個對於資本主義的再思考、資本主義的研究來說，我的確認為現代生態危機

是跟資本主義發展連在一起的，因此這兩個方面是相互關聯的。所以我自己在 90

年代做這個關於科學問題的討論的時候、科學主義的討論的時候，實際上是包含

這個脈絡，因為對於自然的控制，也是對社會的控制的一個方式，這個（是）過

去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一個命題。我也是相信在這個意義上，因為我們對自然的

爭奪同時等於社會和政治的結構都是跟著它發生關聯的，人和自然的關係反過來

是人和社會的關係，這一點是很早就開始思考的。 

 

 

 

 

 

 

 

 

 

 

 

 

 

 

 

 

 

費孝通先生 

以後捲入到這個生態問題的運動裡面，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我在 96 年開始

編《讀書》雜誌，編《讀書》雜誌以後，我對這個所謂現代化的再思考、發展主

義的批評實際上在《讀書》裡面已經在組織這些討論。當時我們也組織過幾次專

門的關於科學主義、發展主義的圓桌討論，在《讀書》上發表過關於科學主義、

人文地理、科學和科學史問題，也包括鄉村發展，都涉及發展模式問題，其中也

包括生態問題。那個時候中國知識界對這個問題不能說沒有關注，但是不夠重視，

我印象中反而是老一代的有那麼一些學者對一些具體問題有思考，我印象比較深

的比如說費孝通，他對太湖流域的調查，對太湖的污染情況的分析，另外他強調

太湖周圍人口密集，人的污染高於其他的這些污染。這個《讀書》後來都發表，

也沒有引起應有的重視，所以後來藍藻爆發各個內湖全部污染。再就是我們曾經



發表過一組黃萬里的文章。黃萬里是當時對這個黃河三門峽提出異議的一個科學

家，那以後在這個長江三峽問題上，他又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我們那個時候在

他的晚年，他留下了一些稿子，所以我們就發表了他的這些遺稿，不是遺稿，當

時還在世，他的最後一篇文章是他去世後才發表出來，是他的遺稿。我們也還有

一篇是直接討論長江三峽的文章，是他的遺稿，沒有能夠發表，因為太現實，比

較尖銳，沒有發表。我自己在《讀書》的編輯手記裡面也專門寫過關于黃萬里和

這一類跟生態有關的文字。我們那個大概在 90 年代，就是我編《讀書》期間也

曾經參與過到長江的考察，我們跟一群研究長江問題的人。他們主動來找，因為

《讀書》發表了這些文章，他們就主動來找我們。所以我跟著他們一起去長江沿

岸，去看過，然後也專門參加了他們的討論會，一些水利的這些。基本上有兩種

理論，一種是進一步現代化，為了解決水資源，但同時也發展出怎麼樣保護生態，

這是第二種理論。 

 
已故人類學者  蕭亮中 

另外一個因素可能是 96、97 年我在香港的時候，就跟你、寶強，我們一起，我

們那個《發展的幻象》那本書其實是在那個時候開始的，是吧？對於發展主義的

分析我覺得當時寶強和你的思考已經是比較深入的，已經比較全面的，所以那時

候參與大家一塊兒討論，以後我從香港回來我們一起編這個書，我記得編這個書

的過程中那個《大壩經濟學》不是放在我們這一套，也是我拿到後來給了另外一

個出版社，最後出版了。金沙江那個問題的時候，蕭亮中買了好多《大壩經濟學》



分送給這些人。這是之前的脈絡。之後的脈絡就是我自己和我們當時《讀書》的

關注當中除了生態問題，還有一個是關於文化多樣性的問題，就是對各個民族地

區的生態進行觀察。黃平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因為他是社會學家，他要跑很

多地方。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就做了一個叫做《田野雜記》去研究各個地方地域的

文化，因為我們逐漸形成了一個基本看法是：生態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是密切相

關的，所以這個也跟我以後研究討論區域這個問題有關係。因為區域是一個生態、

人文都綜合在一起的一個概念，同時也可以區分開來的一個概念。那麼大概是在

2002、2003 年前後，我有點兒忘了，蕭亮中來找我，當時他也發表了一些，在

《讀書》上發表文章，他來找我，他說我們談過關於西藏問題的一些討論。那麼

那一年在雲南，有一個關於藏族文化和生態多樣性的一個學術會議，所以他們邀

請我去，我也說我不是藏學方面的專家，也不是生態方面的專家，但是我有興趣，

所以他們要我去我也就跟著去了。去的過程中除了參加這些會議，因為那個會議

很有意思，除了一部分跟西藏文化有關的，有一批在雲南活躍的 NGO，實際上都

是以環境問題為中心的，他們都在，後面分組的一些討論他們都參加了。當時我

就注意到這樣的一些狀況，因為像大自然協會他們也是在地化的，他們的這些幹

部實際上是當地各民族的成員，所以聽到他們的一些討論。以後我又有機會跟這

些藏學家還有活佛一起去德清，然後去梅裡雪山，所以一路跟這些，主要以藏族

為主的少數民族的一些人座談，討論當地的生態、文化、土地政策等等。 

 

虎跳峽 



最後，我記得是在那次會議過程中我第一次聽說有這個虎跳峽建水壩的計畫。當

時就跟蕭亮中他們談過，問過這個問題，當時我記得走到賁子蘭，他們說這個地

方可能以後都要淹掉。（我）覺得非常可惜，因為這個對生態多樣性、文化多樣

性都有影響，再說虎跳峽是一個著名的大景區。我回到北京以後，蕭亮中當時就

跟我商量能不能做些事兒，我說我不是特別瞭解這情況，所以我就跟亮中說，我

說你要不先做點調查，你先期的，我後來。他是當地人，所以他留在當地去調查

各方面的情況，我也介紹他一些人，當地政府的一些人，讓他去跟那些人接觸，

看看到底什麼狀況，因為你要說話總要做點調查。我在北京，他經常打電話說這

個狀況是怎樣怎樣，就希望我能做一點事，而且希望能產生影響的，要不然整個

虎跳峽就破壞了。那我說既然要說話，我又不是這個領域的，我還是覺得很為難，

然後我當時還是不管怎麼說決定我自己去做一遍考察。這樣我就又找了一個機會

自己去，當時我記得是夏季，所以（因為）雨水那個地方比較危險，虎跳峽那個

山上掉石頭非常危險，而且公路也斷。我自己步行穿越哈巴雪山，我一直走進去，

沿著這個虎跳峽，上虎跳，中虎跳，下虎跳，沿著這個走了一遍。走了一遍以後

當然也再做一點其他的文字的調查，這樣的話就對這個情況有了一些比較第一手

的接觸和瞭解，也跟當地一些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作了討論。這個之後我們就在

北京召開了一次會議，其實參加會議的當時大部分是環境的 NGO。這些 NGO 當

時做了一些地方性的東西，但是始終沒有這麼大影響的一個、能夠把大家團結起

來的這麼一個活動。而且這個活動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第一次，主要是由於蕭亮

中的原因，他因為是當地人，又涉及到金沙江峽谷地區的這些民族的生存狀況，

所以他在北京跟金沙江之間穿梭往來，其中使得當地的農民，因為它做這個要牽

涉到大量的移民，它因為牽扯到這些狀況，這個當地的村民開始主動地參與這個

事情，所以這件事情對當時的環保運動來講，也是一個重要事件。原因是第一次

真正的由村民們自己組織起來對自己的生存狀態要發言，那麼同時又跟其他的一

些從事環保運動的人，還有一些我們這些並非職業的從事環保運動的人。我們當

時做過一個公開信，海內外都有一批人參加，所以這個公開信的發表，和當時媒

體的報導，國內、海內外媒體的報導使得這個金沙江問題成為很重要的問題。那

個時候國家相對的說它在這方面容忍度也比較寬，我記得有一年國務院發改委搞

一個電力改革的國際會議，好像是哪個國際組織跟國務院發改委聯合搞的。我們

當時把這個金沙江河谷地帶一個村民的代表請到北京來，他在這個國際會議上發

表了講話，而且當時的報紙，像《中國青年報》，都是頭版，一個村民的大頭像

在那個國際會議上發言。最後，金沙江水壩的建設尤其是虎跳峽項目變更了，它

的位址改掉了。金沙江還是需要水壩，它是在上下虎跳還是有，但我們的努力還

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長江三峽水電站 

因為我們現在的生態問題基本上以碳排放為中心的，但我們中國的碳的依賴量高，

過去高到 70%、80%，現在比較低了，大概 50%多一點，起碼一半以上，仍然是

要大規模依靠碳。那我們現在的技術，使用碳的清潔技術目前在全世界都是領先

的，這都是事實。但是也碰到一個問題，因為我們要（降低）碳排放以後，所以

大家覺得水力是唯一的清潔能源，當時還有一些人提出核能源還是可以用的。可

是因為這個福島危機之後，大家也知道它也是哪一天要爆發了就不得了。所以一

方面是核能的不可靠，就是它總說是安全的，誰也不敢預估，第二個是你有一個

碳排放的標準，這樣水的壓力、水電的壓力、水利的壓力就變得很大，這對中國

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般來說把水電當成清潔能源，可是水電碰到的問題一

個是破壞江河的生態，第二個是涉及大量的移民問題。長江三峽當年是這樣，現

在的這個怒江啊其實都涉及到移民和移民安置。那同時這些地區又因為它是多民

族地區，所以它當然也會涉及生產方式和文化多樣性的問題，所以這是個很複雜

的問題。再加上這些地區的河流有多半是國際河流，就是它不是一個國家的，它

還牽扯到國際間的關係，所以這個過程裡面有非常複雜的，客觀上講生態問題不

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不僅僅是現代化、發展主義這些問題，還牽扯到更加複雜的

政治問題，這也是以後我們做過的一些工作。 

最近剛剛結束巴黎氣候談判。5 年前在天津也有一次氣候談判。當時有一批人，

長期從事這個工作和研究的人提供了這些最基本的資料。我跟鄭義生我們一起牽

頭找了一批人，給當時的中方談判代表薛正華，也是這一次的主談判代表，和美

國方面的談判代表各自寫了一個公開信，這個公開信在國內國外都發表了。最近

我看他們又有人把這個 5 年前的信翻出來，因為基本的問題沒改變，其實談來談

去基本問題沒改變，而且現在說是達成了共識，但實際上美國在這方面的責任也



完全沒有盡到。中國方面不能說不重視，相比較中美兩國的話，中國方面的重視

和推進從政府的努力來說、從社會的關注度來說，跟過去相比，那還是做了大量

的工作，這也是實事求是，是有大量資料的。可是我們也看到，作了這麼多的努

力，國際談判當中作了這麼多的妥協和讓步，但是我們的生態還是在持續地惡化，

霧霾持續嚴重，也就是說這個是遠遠不夠的。 

 

北京霧霾問題嚴重 

這個不夠不是意識的問題，是發展模式的問題。你只要在這個模式下，你只是用

修補的方法就是很難解決這個問題。美國跟歐洲發達國家推卸它們的歷史責任，

它們在當代承擔的責任也不夠。由於它們在這個談判當中它們對媒體和 NGO，它

們處在比較有利的地位。尤其是最近五、六年來，對於發展中國家，中國（和）

印度的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如何能夠真正地推進生態的改革，

全球性的，包括我們國內的改革，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生態的問題。 

所以關注生態不僅僅只是一個生態問題，我們通常說的環境問題。那我補充一點

的就是當時，我忘了是在哪年，九幾年，《天涯》雜誌發表了《我們為什麼要討

論生態》，當時黃平，李陀，少功他們組織了那個會，我不在，我沒有參加那個

會。這說明當時對環保問題的關注是中國知識界集體的圍繞環境問題發出聲音。

另外，我們在《讀書》組織有關生態的討論，有一些老先生，他們就說你們這些

討論都走得太快了，這些問題都是發達國家的問題，不是中國的問題，所以意思

是說中國現在主要的問題是一個發展的問題。我們並不是說發展的問題不重要，

可是發展模式的問題是一個核心問題。這是當時為什麼捲入生態問題的一個因素，

還有很多。 

（訪談錄音由陶然整理） 


